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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孙楚仁， 何 茹， 刘雅莹

[摘要] 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发展迅速，随之而来国内和西方舆论分别出现了关于

“纯粹慈善行为”和“新殖民主义”的质疑。 本文试图通过厘清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对以上言论进行驳斥。本文将援助纳入受援国提高政府
治理能力的预算以及将政府治理能力纳入企业生产函数， 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情景的理
论模型，并使用 2000—2014 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
库”“全球治理指数 WGI”等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对非援助能有效
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的投资促进作用可以通
过提高受援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等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非援助
的投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发展为目的的援助、非中央企业投资、非洲低收入和中低收
入国家。中国对非援助以提高受援国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切实帮助受援国
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在增强受援国投资吸引力的同时，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
本文研究结果符合“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对非援助
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为中国未来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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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明
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崇高使命”。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更加积极地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日益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
彰显大国担当。然而，国内外对中国对非援助的质疑却不绝于耳。一方面，国内出现了一些将国内建
设和对外援助对立起来的言论，认为中国自身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同样存在很多发展问题，
而援助是纯粹的“慈善活动”①，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对外援助；另一方面，西方舆论不断指责中国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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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是所谓的 “新殖民主义”， 目的是获得当地市场以及掠夺非洲的能源资源 （刘爱兰等，2018）。
Wolf et al.（2013）认为以基础设施为主的中国对非援助是为了掠夺非洲自然资源。Isaksson and
Kotsadam（2018）结合 2000—2012 年非洲晴雨表调查和 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研究发现，中国
对非援助反而会使当地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本文通过考察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
用和机制，以期正面回应上述质疑。 针对“纯粹慈善行为”的质疑，本文认为中国对非援助虽然不以
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在事实上会带来经济效益，例如，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针对“新殖民主
义”的质疑，本文认为中国对非援助可以增强非洲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通过改善社会经济发展
条件，增强承接外商投资的能力、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人口红利逐步减弱，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
必须更加坚定地“走出去”，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
级。 而非洲整体发展落后、人口结构年轻，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中
国科学的发展经验、稳定的资源需求、先进的基建能力形成互补，构成了中非双方发展合作的现实
基础。然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频频因政治、经济等风险导致损失或投资失败。根据美国
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CGIT），仅
在 2005—2014年期间， 中国企业遭受损失或投资失败的对非直接投资和工程项目总金额达 485.4
亿美元，其中涉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工程建设的项目约占总金额的 74.23%。 因此，有必
要利用对外援助这一政策和外交工具加强与受援国沟通、强化政治互信、完善有利于投资的制度安
排，以增强中国企业投资信心、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目前，鲜有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影响方面的研究。 中国积极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对外援助快速增长，援助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
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与中国对非援助同样出现增长趋势（如图 1所示）。因此，考察对中国对非援
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外援助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重
要作用，也能为深层次理解对外援助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商务部 “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美国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
库”、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 WGI”和“世界发展指标 WDI”2000—2014 年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对
非援助能否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①从企业层面考察了对非援助对中
国对受援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丰富了援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领域的研究。关于援助的研究大
多关注援助对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包括援助与经济发展（Galiani et al.，2017）、援助与冲突
（Crost and Johnston，2014；Nunn and Qian，2014）、援助与腐败（Isaksson and Kotsadam，2018）等。而
关于援助能否促进投资的文献， 绝大部分都从国家层面考察对外援助对受援国 FDI 流入的影响
（Harms and Lutz，2006；Kimura and Todo，2010；Selaya and Sunesen，2012；Donaubauer et al.，
2016；Lee and Ries，2016）， 部分研究从国家层面考察了对外援助对援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Kimura and Todo，2010；董艳和樊此君，2016）。 但以中国作为援助国、从企业层面讨论中国对非援
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文献极为匮乏。 从国家层面考察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只能有
助于从整体上理解援助与投资的相关性， 而从企业层面考察援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则有
助于从因果关系角度理解微观主体对援助的感知， 以及援助是否是影响企业对受援国进行直接投
资的原因①。 ②丰富了国际商务领域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 本文考察了对外援助

① 不同于董艳和樊此君（2016）仅从国家总量层面考察中国对非援助与 FDI的关系，本文使用更为微观的企业

层面投资数据考察援助对企业具体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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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绘制。

这一政策性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
素、为进一步理解国家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提供了参考。 ③考察了中国对非援助是通过何
种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发现援助可以通过提高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进而吸引
中国企业投资，有助于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含义与深入理解援助影响投资的作用机制，驳
斥了西方媒体宣称的中国对非援助的“新殖民主义”和“资源掠夺论”。

中国 OFDI 企业数 中国对非援助额

二、 文献综述

关于援助与投资的文献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援助与投资的相关性，第二类是援助能否促
进投资。第一类文献主要讨论援助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或是替代的关系。Kosack and Tobin （2006）
指出援助与 FDI 本质上不相关，不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 Kristjánsdóttir（2007）对 1970—2004 年世
界上三个重债穷国（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HIPC）的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会逐渐转变为替代关系。 Gnangnon and Roberts（2017）研究发现
“促贸援助”与 FDI 都能对出口升级产生积极作用，且“促贸援助”与 FDI 对出口升级的互补或替代
作用随 FDI 占 GDP的比重变化而变化。 张汉林等（2010）基于 1993—2007 年中国对非洲的官方发
展援助与对非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发现对非直接投资与对非援助在规模上具有互补性、在各自占中
国 GDP比重上具有替代性。 上述对于援助与投资相关性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二者相互关系，而无法
解释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关于第二类援助能否促进投资的讨论又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援助如何保障对外直
接投资的问题，二是援助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或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围绕援助如何保障对
外直接投资的主题，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对外援助在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中
的重要作用。一些国内学者基于国家层面研究了如何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比如，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和不足，进而推动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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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宗芳宇等，2012；杨宏恩等，2016）；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一个替代性制
度安排能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多元化程度和投资成功率（杨连星等，2016）。此外，政府提供
的政策支持在客观上也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张为付，2008；裴长洪和樊瑛，2010）。宋微（2020）
同样认为，利用对外援助维护和促进援助国的经济利益逐渐成为国际共识。援助对风险的调节作用
在被没收、征用和国有化等风险较高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尤为显著（Asiedu et al.，2008）。
Lu et al.（2017）对 2002—2012 年中国对 50 个非洲受援国的援助与投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对外
援助能有效降低中国企业在非洲、特别是资源丰富型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以上研究仅针对援助
对于东道国潜在政治风险的调节作用，虽有助于理解援助对投资的积极作用，但未关注援助对对外
直接投资的直接作用，特别是援助本身可能对社会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援助
对投资的作用机制尚未理清。

已有相当文献关注援助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文献从国家层面讨论援助对
受援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 Harms and Lutz（2006）对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接受的援
助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考察，发现总体上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援助对外商直接投
资的促进作用在政府管制水平高的国家会得到加强。 与 Harms and Lutz （2006） 的结论类似，
Kimura and Todo（2010）发现总体上援助对 FDI流入并无显著影响。 Liao et al.（2020）则发现“一带
一路”国家接受的国际发展援助对 FDI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除了从援助总量层面考察援助的影响，
部分文献还区分了不同部门的援助以研究援助的异质性影响， 其中一些研究指出基础设施援助对
吸引外资具有积极作用（Selaya and Sunesen，2012；Donaubauer et al.，2016），即存在援助的“基础
设施效应”。 也有研究指出 “促贸援助”（Aid for Trade，AfT） 对吸引 FDI 具有积极作用 （Lee and
Ries，2016）。另一些文献从援助能否促进援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进行研究。Blaise（2005）基于条
件 Logit 模型检验了日本对中国援助与其对中国投资的关系， 结果发现日本援助促进了对中国的

FDI。 Kimura and Todo（2010）指出日本的对外援助存在“基础设施效应”和“先导效应”，即日本的基
础设施援助有利于其向受援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对外援助仅能促进日本对受援国的对外直
接投资。 董艳和樊此君（2016）利用系统 GMM 估计和分位数回归考察了中国对非援助对投资的影
响，发现其影响呈倒“U”型，即中国对非援助在初期会促进中国对其投资，这样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减弱。 这些研究都是利用国家层面数据进行考察的， 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企
业，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数据分析二者存在的因果关系难免存在偏误，降低了其结果的可信
度，也很难识别援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机制。

上述研究对援助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探讨，但存在以下不足：①仅讨论援助与投资的相
关性难以识别二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无法剖析对外援助在投资中的作用；②部分研究仅从援助
对东道国风险的调节效应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未深入分析援助对投资的直接效应；③对援助与投资
的直接效应分析大多集中于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援助能否推动援助国自身对
外直接投资，但二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无法识别援助对企业这一微观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因此，
对外援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还需作进一步讨论。基于此，本文利用企业层面的对外投
资数据，讨论援助这一政府行为能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以识别援助是否是影响企业对
受援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

三、 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一个对外援助与对受援国投资的企业异质性模型， 以论证对外援助有助于援助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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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受援国进行直接投资。 模型假定，当没有外部援助时，一国只能依赖国内的资源提高政府治理
能力；当存在外部援助时，则可以同时利用国内资源和援助带来的资源更好地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高效的政府治理能力能够促进在该国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同时，该国治理能力的提高具有援
助来源国企业偏向性， 即受益于援助带来的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更能增进来自援助国的企业的生
产效率。 基于以上假定，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援助国企业对受援国进行直接投资。

本模型不设货币部门，所有收入支出以实物计价。 受援国市场中只有一个垄断竞争行业，行业
内有连续 N种产品。产品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即每种产品只由一家企业生产且一家企业
只生产一种产品。 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①。 有 L个消费者，每个消费者无弹性地提供一单位
劳动力，以换取工资 w。 受援国总收入为：

I=wL （1）
1. 消费者行为
受援国居民的 CES效用函数为：

U=（
N

0乙x（i）
σ-1
σ di）

σ
σ-1 （2）

其中，N为异质性产品数（企业数），x（i）为受援国居民对第 i种产品的消费量，σ＞1，为产品之间
的替代弹性。 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容易得到产品 i的需求函数②：

x（i）= p（i）
-σ

P
1-σ I （3）

其中，p（i）为第 i种产品在受援国的销售价格，P≡（
N

0乙p（i）
1-σ

di）
1

1-σ 为受援国的价格指数。

2. 生产者行为
为体现对外援助能够提高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 模型假定受援国为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预算

为 g，该预算是固定的，在考察期内不发生变化。 援助国对受援国的援助总量为 a，该援助可用于援
助国政府治理能力的建设。受援国同时利用自身预算和外来援助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
的函数为：

s=s（g+a） （4）
其中，s′＞0 且 s″＜0，即 s 为严格递增的凹函数，这意味着治理投入的增加能严格提高政府治理

能力，但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这一假定符合经济直觉，当一国政府获得更多资源时可以更好地提高
政府治理能力。

为体现政府治理能力增强能提高在该国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 模型假定在受援国投资企业的
产出不仅与自身生产率和雇佣的劳动力相关，也与受援国的政府治理能力相关，企业 i 的生产函
数为③：

y（i）=sθl（i） （5）
其中，l（i）为企业生产雇佣的劳动力；θ为企业 i 的劳动生产率，服从累积分布函数 G（θ）。 G（θ）

① 参考 Krugman（1979）、Melitz（2003）等的建模方法，为简化模型，只引入了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需要说明的

是，即使引入资本等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本文模型的推导过程和结论仍然成立。 同时包含劳动力、资本和

中间投入的模型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② 推导过程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③ 均衡时，需求等于供给，即 x（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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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格递增函数，G′＞0，也就是说概率密度函数 g＞0。 这一假定符合经济直觉，维持社会稳定、提高
政府运营效率、减少腐败等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减少企业运营中的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每个援助国企业对受援国投资都需要以受援国劳动力衡量的数量为 f 的固定成本，企业 i 直接
投资的净利润为：

π（i）=p（i）y（i）-wl（i）-wf （6）
根据上述利润表达式，企业 i在受援国销售的最优定价为①：

p（i）= m軓w
sθ

（7）

其中，m軓= σ
σ-1

，为在本文模型设定下垄断竞争的价格加成。

3.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将公式（1）、（3）、（4）、（5）、（7）代入利润函数（6），可得：

π（θ）= 1
σ

（ m軓w
s（g+a）θP

）
1-σ

wL-wf （8）

为简化分析，模型假定受援国市场与其他国家市场相互分割。 也就是说，援助国企业基于在受
援国的净利润是否大于零做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当 π（θ）＞0时，可得：

θ＞（ σfL
）

1
σ-1 m軓w

s（g+a）P
（9）

根据企业生产率 θ服从累积分布函数 G（θ），可以得到援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方程：

Pr（π（θ）＞0）=Pr（θ＞（ σfL
）

1
σ-1 m軓w

s（g+a）P
）=1-G（（ σfL

）
1

σ-1 m軓w
s（g+a）P

） （10）

对公式（10）进行二次求导，可得：

鄣Pr（π（θ）＞0）
鄣s

鄣s
鄣a =g（θ）（ σfL

）
1

σ-1 m軓w
P s（g+a）-2s′（g+a）＞0 （11）

由上式可知援助金额越大，援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 结合此前的建模思路，本文
提出：

假说 1a：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援助国企业对受援国进行直接投资。
假说 2a：对外援助可以通过提高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进而促进援助国企业对其进行直接

投资。
4. 关于机制的进一步讨论
本部分将结合中国情境，聚焦“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机制对模型的适用性进一步讨论。已有相

当多学者对援助能否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展开研究，例如：Br覿utigam and Knack（2004）认为对非洲国
家大量援助反而会降低其治理质量；Rajan and Subramanian（2007）研究发现在接受援助多的国家，
制造业等治理依赖型行业（Governance-dependent Industries）的增长更慢。 事实上，传统西方援助更
多是救济类的短期消费型援助。 同时，受援国在接受西方援助后，常常因应对援助国频繁的监督评
估造成大量公共资源浪费，不利于受援国政府关注本国经济发展问题和制度改革。 本文认为，不同
于传统西方援助，中国对非援助可能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加强项目管理等方式促进受援国政府治理
能力提高。 一方面，对非援助可能促进中国与受援国政府展开对话，倒逼制度质量较差的受援国完
善治理体系。 例如，中国与非洲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展开高层对话与磋商，以期建立起利于中非

① 推导过程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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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营商环境。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明确提出

“非洲国家将继续完善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提供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开展
产能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援助“本土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开
展技术合作、治理经验交流，有助于提升非洲受援国项目管理与实施能力（宋微，2019）。这些都有利
于提高当地政府治理能力。

同时，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企
业更倾向于到政局稳定、东道国治理水平高的国家投资（Henisz and Delios，2001；袁其刚等，2018），
往往对其形成正向投资预期。 王永钦等（2014）指出政府效率、监管质量、腐败控制对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本文的建模思路是符合中国对非援助的特征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决策倾向的。 据此，可以将原本基于模型的假说具体到中国情境中，本文提出：

假说 1b：中国对非援助能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
假说 2b：中国对非援助能通过提高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增强受援国投资吸引力，进而促进中

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

四、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1. 计量模型
为检验假说 1，本文设定基准计量方程：

OFDIict =α+β1 lnaidct +X′ictη+φt +γc +λk +εict （12）

其中，OFDIict为中国企业 i在第 t 年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的虚拟变量， 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为

1，否则为 0。 lnaidc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在第 t年对非洲国家 c的援助金额的对数①。 X′ict为国

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投入、贸易
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等，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注册资本等。 并且，通过
加入年份固定效应 φt 、国家固定效应 γc和行业固定效应 λk尽可能地控制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年

份固定效应 φt主要控制特殊年份的重大外部冲击（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季节性”特征、宏观

经济周期、共同时间趋势等影响因素。 国家固定效应 γc主要控制东道国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

如地理距离等。 行业固定效应 λk控制行业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εict为随机扰

动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被解释变量 OFDIict为二值变量，本文通篇采用 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如果

估计系数 β1显著为正则支持假说 1。

本文选取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投入、贸易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等
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如下：①市场规模（lnGDP和 lnpopulation）。 以国内生产总值和总人口作为市场
规模的代理变量。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
之一。一般而言，市场规模越大则发展潜力越大，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姚树洁
等，2014）。 ②自然资源禀赋（resource）。 以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的比重衡量。 非洲国家自然资源丰
富，“资源寻求”动机被视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Kolk and Pinkse，2005；Buckley
et al.，2007；董艳和樊此君，2016）。③人力资本投入（education）。以教育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衡

① 为避免零值问题和可能出现负值的问题，计算时均对援助金额加 1 后再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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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教育投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视程度，教育水平越高意味着劳动力素质
越高， 则更可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 （袁其刚等，2018）。 ④贸易和外资开放度 （trade_openness 和
FDI_openness）。 以贸易额占 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的比重衡量。 贸易和外资开
放度通常反映了东道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参与程度， 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往往会吸引投资越多

（Anyanwu，2012）。⑤基础设施水平（internet）。以互联网用户比例衡量。基础设施是经济实现现代化
发展的基础， 反映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基础， 是吸引 FDI的重要因素之一（Blaise，2005；Anyanwu，
2012）。 选择企业年龄、注册资本作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原因如下：①企业年龄（lnfirm_age）。 以当
期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年龄越大，其市场份额越高、经验越丰富、竞争优势
明显，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可能更大。②注册资本（lnregi_capital）。企业注册资本越大，说明企业初
始规模越大，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可能越大。

为检验假说 2，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考察政府治理能力是否为对非援助影响中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的机制。 除了基准回归以外，还需设定以下计量方程：

Mechanismct =α+β2 lnaidct +X′ctη+φt +γc +εct （13）

OFDIict =α+β3Mechanismct +X′ictη+φt +γc +λk +εict （14）

其中，Mechanismct为机制变量。 采用逐步回归方法，首先检验中国对非援助对机制变量的影响

得到计量方程（13），再检验机制变量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到计量方程（14）。如果估计
系数 β2和 β3同时显著为正，则可认为该机制成立。 即支持假说 2。

本文选取言论自由与问责、政局稳定与无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
败控制等政府治理能力作为机制变量。 根据 Kaufmann et al.（2011），具体定义如下：①言论自由与
问责（vae）衡量了一国公民参与政府选举的程度，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等；②政局稳
定与无暴力/恐怖主义（pve）衡量了政府被违宪手段或暴力手段（包括出于政治目的的暴力和恐怖主
义）动摇或推翻的可能性；③政府效率（gee）衡量了公共服务质量、市民服务质量及其独立于政治压
力的程度、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质量以及政府对此类政策承诺的可信度；④监管质量（rqe）衡量了政府
制定和实施稳健的政策法规以促进私人部门发展的能力；⑤法治水平（rle）衡量了公众对社会规则
特别是涉及合同履行、产权、警察、法庭等的信心和遵守程度；⑥腐败控制（cce）衡量了公共权力被运
用于为私人获利的程度（包括各种规模的腐败），以及精英阶层和私人利益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创建的“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WDI”和“全球治理指数 WGI”
“企业工商数据”，以及“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
录”。 中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现行“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负面清单式管理模式，针对非敏感国家（地
区）和非敏感行业，要求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时需要在商务部或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纸质材
料，并且在商务部网站中的“境外投资管理系统”上进行电子备案 。因此，此份名录原则上备案了中
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企业，并提供境外投资证书编号、核准日期、境内投资主体、境外投资企
业（机构）、投资目的国（地区）、省市和经营范围等信息，是目前可以得到的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的样本量最大、代表性最强的数据资料（周茂等，2015；Fan et al.，2018）。 本文整理得到 2000—
2014年 1856家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数据，其中，中央企业 191家，非中央企业 1665家①。

① 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历年统计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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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援助数据来自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创建的“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该数据库利
用TUFF（Tracking Underreported Financial Flows）技术追踪了中国 2000—2014 年对非洲、中东、亚
太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欧共 140 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援助项目，具体信息包括被援
助国家和地区、承诺援助金额、援助部门、援助类型、援助目的等。 目前，AidData 数据已被国内外学
者广泛使用（董艳和樊此君，2016；Lu et al.，2017；Isaksson and Kotsadam，2018）。 在处理援助数据
时，原本数据库中含有 5466条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信息，仅保留对非洲国家援助及“适合用作研究”①

的援助项目、删除 45个受援地为多国②的项目后，共得到 2345条对非援助项目信息。再对这些项目
的承诺援助金额（现价美元）按国家、年度进行汇总，最终得到 2000—2014 年中国对 51 个非洲国家
的援助数据。

国家层面控制变量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WDI”。本文从中选取了反映市场规模、自然
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投入、贸易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基础设施水平等的相关指标。 企业层面控制变
量来自于“企业工商信息”，具体的数据采集渠道为企查查网站③。 企查查为目前国内通用的企业查
询工具，该数据平台已实现所有信息与国家工商总局同步更新。 本文根据“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
录”中的企业名称与企查查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和曾用名进行匹配，最终搜集整理得到 1844 家企
业的工商信息，包括企业年龄、注册资本和所属行业。机制检验使用的变量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治
理指数 WGI”。 该数据库中包含 6 个指标：言论自由与问责、政局稳定与无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
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 指标取值范围为-2.5 至 2.5，分值越高说明政府在该方面治理
能力越强。

解决内生性问题时使用的变量来自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该数据有基于二分类或三分类投票数据计算的任意两国之间的投票相似度和亲和力
指数等（Bailey et al.，2017）。二分类是指将投票行为分为两类，赞成与反对；三分类是指将投票行为
分为三类，赞成、弃权与反对。其中，投票相似度根据两国都投“赞成”票的次数除以两国同时参与投
票的次数进行计算，取值范围为 0 至 1；亲和力指数根据 Signorino and Ritter（1999）的方法计算得
到， 取值范围为-1 至 1， 取值越高两国的政治兴趣越相近。 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 jointvotes2 和
jointvotes3 则分别基于二分类和三分类投票数据，由投票相似度和亲和力指数综合计算得到，赋值
越高代表两国投票相似度越高、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共同关心程度越高。

综合以上数据，本文构建了 2000—2014 年包含 51 个非洲受援国和 1856 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
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 共计有 1419840 个观测值。 剔除控制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后， 最终得到

1003750个观测值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数据④。

五、 实证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为考察中国对非援助是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促进作用， 本部分根据计量方程（12）

进行 Probit回归。 表 1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第（1）列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用中

① 本文仅保留建议用作研究的项目信息，即“recommended_for_research”为“TRUE”的项目，删除“不适用于研

究”的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为易重复统计的成套项目和项目状态为筹划中、取消或暂停的项目等。

② AidData 数据库并未提供受援方为多国时各国所获援助金额的比例，因此剔除了这 45 个项目信息。

③ 资料来源：https：//www.qcc.com。

④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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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lnaid 0.0204*** 0.0173*** 0.0157*** 0.0048***

（22.4991） （12.9793） （11.6469） （2.9786）

lnGDP 0.1589*** 0.1596*** 0.1120

（15.4351） （15.0068） （1.5863）

lnpopulation 0.0465*** 0.0491*** 1.2710***

（3.9561） （4.0642） （2.5776）

resource -0.0011 -0.0021** 0.0037*

（-1.3352） （-2.4833） （1.6464）

education -0.0357*** -0.0368*** -0.0213

（-7.0196） （-7.1158） （-1.3720）

trade_openness 0.0018*** 0.0020*** 0.0013

（4.6887） （5.1463） （1.4845）

FDI_openness 0.0069*** 0.0062*** 0.0029**

（9.7592） （8.3877） （2.1673）

internet 0.0043*** 0.0019** -0.0042*

（5.0168） （2.1605） （-1.6667）

lnfirm_age 0.1364*** 0.0731***

（16.9738） （7.7194）

lnregi_capital 0.0216*** 0.0254***

（6.9378） （7.0879）

_cons -3.1987*** -7.7384*** -8.3357*** -29.3316***

（-222.7616） （-45.2639） （-45.4382） （-3.6002）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数 1419840 1020800 1003750 965336

pseudo R2 0.0170 0.0708 0.0895 0.1269

LR Chi2 586.7814 1980.4736 2468.6114 3441.5465

基准回归：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表 1

注：括号内为 z 统计量。 ***、**、*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以下各表同。

国对非援助金额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直接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第（2）列加入一系列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第（3）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层面
控制变量，第（4）列进一步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国家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援助对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显著。第（4）列为最终的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
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 控制变量方面也整体上符
合预期。 从国家层面控制变量上看，受援国 GDP 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
整体上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潜力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 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
显著为正，说明受援国自然资源越丰富，中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经济开放度方面，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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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言论自由与

问责

政局稳定与

无暴力/恐怖主义
政府效率 监管质量 法治水平 腐败控制

lnaid 0.0024* 0.0058** 0.0020* 0.0031** 0.0035*** 0.0021*

（1.6671） （2.2487） （1.8356） （2.4558） （3.2422） （1.705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521 521 521 521 521 521

R2 0.9356 0.8642 0.9496 0.9323 0.9541 0.9366

机制检验：援助对机制变量的影响表 2

开放度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外资开放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整体上中国企业倾向对经济开放度
较高的国家投资。 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互联网用户比例的影响显著为负，则一定程
度上说明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一些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国家。从企业
层面控制变量看，企业年龄、注册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存续时间越长、初始规模越大，其
对外直接投资概率越大。 综上所述，假说 1 得到验证，即中国对非援助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

2. 机制检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为检验假说 2，本部分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影响机制进行考察。 表 2和表 3分别展示了计量方

程（13）、（14）的估计结果。根据计量方程（13），表 2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对机制变量的影响，结果显
示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言论自由与问责、政局稳定与无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
治水平、腐败控制等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提高
有显著促进作用。 根据计量方程（14），表 3检验了机制变量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监管
质量（rqe）和法治水平（rl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对非援助可以通过提高受援国监管质量
和法治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监管质量衡量的是东道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稳健的政
策法规以促进私人部门发展的能力， 法治水平衡量的是东道国公众对社会规则特别是涉及合同履
行、产权、警察、法庭等的信心与遵守程度。受援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越高意味着该国市场制度、法
律法规越完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能为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制度保障。综上所述，中国对非援
助可以提高非洲受援国言论自由与问责、政局稳定与无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
水平、腐败控制等政府治理能力。同时，中国对非援助通过提高监管质量、法治水平等政府治理能力
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整体而言，假说 2得到支持①。

3. 异质性分析
（1）援助目的异质性。 根据 AidData 数据库对援助目的的分类，中国对非援助可以划分为以下

四种：发展目的援助（Development）、商业目的援助（Commercial）、特定目的援助（Representational）和
混合目的援助（Mixed）。 根据“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的说明②，发展目的援助是指援助国提

①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② 资料来源：https：//www.aiddata.org/publications/aiddata-tuff-methodology-versio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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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vae -0.1186

（-1.5665）

pve 0.0308

（0.9776）

gee 0.0844

（1.1396）

rqe 0.2404***

（3.0365）

rle 0.1630**

（2.1339）

cce -0.0148

（-0.19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916709 916709 916709 916709 916709 916709

pseudo R2 0.1217 0.1216 0.1217 0.1219 0.1218 0.1216

LR Chi2 3269.7112 3268.2060 3268.5488 3276.4982 3271.8062 3267.2892

机制检验：机制变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表 3

供的不以追求经济利益、旨在促进受援国长期经济发展和提高福利水平的援助；商业目的援助是指
援助国提供的以提高受援国商业、 工业和经济利益， 使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贸易和资源转移便利
化，或支持援助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援助；特定目的援助是指带有政治色彩的援助，如出于
援助国利益考虑或基于援助国与受援国双边关系而提供的援助； 混合目的援助是指结合上述两种
及以上目的的援助。 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中发展目的援助、商业目的援助、特定目的援助、
混合目的援助的金额分别为 662.71亿美元、87.34亿美元、1.38亿美元、172.35亿美元， 分别占总援
助金额的 71.74%、9.45%、0.15%和 18.66%①。 特定目的援助的极少占比也体现了中国对非援助“以
不干涉别国内政为前提”的特征。

表 4为区分不同目的援助的回归结果。 第（1）列结果显示以发展为目的的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第（2）—（4）列结果显示商业目的援助、特定目的援助和混合目的援助对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十分有限。 援助目的的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将提
高非洲受援国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帮助非洲受援国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切实提
高了受援国自主“造血”能力。 相较于传统西方援助更注重“看不见的能力建设”而忽略非洲经济发
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以发展为目的的对非援助则更加务实且强调“软硬并施”，即在坚持

① 中国对非援助分目的的历年统计信息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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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发展目的 商业目的 特定目的 混合目的

lnDEaid 0.0041**

（2.5460）

lnCOaid -0.0001

（-0.0364）

lnREaid -0.0026

（-0.7087）

lnMIaid 0.0011

（0.83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965336 965336 965336 965336

pseudo R2 0.1269 0.1266 0.1266 0.1266

LR Chi2 3439.0736 3432.4995 3433.0077 3433.1970

异质性分析：区分援助目的表 4

注： lnDEaid、lnCOaid、lnREaid、lnMIaid 分别为发展目的、商业目的、特定目的、混合目的援助金额的自然对数。

（2）企业异质性。非洲经济发展水平低、治理水平低、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局势不稳定等
恶化了其投资环境，一般企业可能不太青睐非洲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国。而对非援助可能会促进中国
与受援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合作与协调机制，完善适宜于投资合作的制度安排，从而改善当地投资环
境、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 如果对非援助是通过改善受援国当地投资环境（如提高政府治理
能力）进而吸引中国资本的，那么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多会体现在
非中央企业上。原因在于，相较于中央企业，非中央企业对潜在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在“走出去”过
程中对政策保障需求更大、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要求更高，而对非援助能促进受援国政府提高治理能
力、改善投资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非中央企业投资信心。 基于此，本文根据该企业“是否为
中央企业”考察援助对不同类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表 5第（1）、（2）列为区分企业所有权的回归结果。 第（1）列为援助对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影响，第（2）列为援助对非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可以看到，援助对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对非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回归结果说明，对非援助对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中央企业上。 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假说 2，
中国对非援助通过提高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增强受援国投资吸引力，进而吸引中国企业投资。

（3）国家异质性。 本部分根据 2015年世界银行国家收入分类标准①，将非洲受援国划分为低收

① 资料来源 ：https： / /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 -bank -country -and -
lending-groups。

以基础设施建设等“硬援助”为主的同时，加强在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合作开放等领域的“软援助”。
而这些举措也都将为中国企业在非投资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 以发展为目的的中国对非援助具有
明显的“援助与投资并举”和“市场化”特征（张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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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中央企业 非中央企业 低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及

高收入国家

lnaid 0.0061 0.0044** 0.0061** 0.0078** 0.0017

（1.5051） （2.4731） （2.1179） （2.5101） （0.49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79900 859729 393762 298634 175518

pseudo R2 0.1503 0.1235 0.1109 0.1250 0.1106

LR Chi2 756.8989 2676.8819 1170.5801 1412.7286 529.7844

异质性分析：区分企业所有权和受援国发展水平表 5

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以进一步探究中国对非援助的异质性影响。
表5 第（3）—（5）列为区分受援国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 第（3）列和第（4）列分别为对低收入国家和
中低收入国家的回归，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第（5）列为对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显示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到中高收入和高收入非洲国家的投资促进效应较弱。这说明，中国对非援
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

4. 稳健性分析
（1）加入其他国家的援助。 考虑到非洲国家不仅接受来自中国的援助，同时也接受来自其他国

家的援助，这些援助同样可能会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如果不对这种影响加以考虑，
可能会使回归结果有偏。 因此，本部分在基准设定中加入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和法国五大传统援
助国的对非援助，考察其他国家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在考虑其他国家对
非援助的情形下中国对非援助投资促进效应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美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
非直接投资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英国和日本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正但不
显著。德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法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直
接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德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投资具有一定的竞争性、而法国
对非援助则与中国对非投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同时，本文最关心的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的影响始终为正，其估计系数变化不大，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 这说明，即便在考
虑其他国家对非援助的情形下，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依旧是稳
健的①。

（2）考虑援助滞后期。考虑到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一定
滞后，在基准设定中加入援助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以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回归结果表明，当
期和滞后一期的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当期的促进作用
相对更强，而滞后两期的中国对非援助则不显著。这说明，在考虑时滞性的情形下，基准回归的结论
依旧是稳健的。

① 全部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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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剔除特殊国家。本部分通过调整国家范围以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①考虑剔除利比里亚、
塞内加尔和乍得。 原因在于，利比里亚、塞内加尔、乍得因中国台湾问题分别于 1997 年、1996 年、
1997 年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又分别于 2003 年、2005 年、2006 年恢复与中国的大使级外交关
系。 这三个国家在 2000—2014年样本期内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均存在空窗期，而对外援助是建立在
正式外交关系上的外事活动和双边合作。 ②考虑剔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和南苏丹。 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于 2016年与中国“复交”，在整个样本期内始终与中国处于“断交”状态。 索马里由于长
期战乱，与中国投资往来较少。 南苏丹于 2011 年才建国，此后与中国建交，在样本期内的各项指标
也缺失严重。 逐步剔除在 2000—2014年期间与中国复交的国家（利比亚、塞内加尔、乍得）、整个样
本期内始终与中国处于断交状态的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长期处于战乱的国家（索马里）和数
据指标缺失严重的国家（南苏丹）进行回归，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依旧
稳健。

（4）工具变量回归。 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关系是造成内生性问题的主要原因。 首先需要说明的
是本文的内生性问题相对较弱。 一方面，本文在考虑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投入、贸易
开放度、 外资开放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影响企业投资的主要宏观变量以及企业年龄和注册资本等
企业层面变量的同时，也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国家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以减轻遗漏变量问
题。另一方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微观主体行为，对外援助是国家政府决策，单个企业行为难以影
响国家意志，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影响援助的可能性较小。但考虑到政府也可能出于刺激国
内投资、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等目的对非洲国家增加援助，再加上潜在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
题，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因此，本部分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
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与中国对非援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而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言相对
外生。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jointvotes2与 jointvotes3对援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联合国大会
投票与援助有较强的相关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然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Wald外生性检验的卡方值分别为 5.09（p值为 0.0241）和 2.80（p值为 0.0941），
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拒绝解释变量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AR 统
计量分别为 6.18（p 值为 0.0130）和 3.56（p 值为 0.0593），拒绝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不相关的原假
设，工具变量 jointvotes2 与 jointvotes3 不是弱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说明，在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
据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仍然是
稳健的。

六、 结论与启示

1.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将援助纳入受援国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预算以及将政府治理能力纳入企业生产函

数，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情景的援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使用 2000—
2014 年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美国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世
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 WGI”和“世界发展指标 WDI”等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对
非援助能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②中国对非援助通过提高受援国监管质量和法治水平
等政府治理能力，加强受援国投资吸引力，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③中国对非援助对中
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发展为目的的援助、非中央企业投资、低收入和中低
收入的非洲国家。对非援助能促进中国非中央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表明中国援助对当地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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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吸引了私人资本流向非洲。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发展为目的的援助上， 则是中国帮助非洲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
能力、实现共同发展的有力体现。中国对非援助确能通过改善非洲受援国社会经济条件进而促进中
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中国与非洲的发展合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
现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双赢”。 这一结论既回应了中国国内将对外援助等同于“撒钱行为”
“慈善活动”的质疑，也回击了西方的中国对外援助是“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等言论。

2. 政策建议
中国对非援助一直以来都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为非洲受援国“输血”，更重视提

高受援国自主发展的“造血”能力，以实现共同发展。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厘清援助与投资互动机制、
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1）坚持开展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要继续积极开展中国对外
援助。 由本文研究结果可知，中国对外援助通过提高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进而促进中国企业“走出
去”。中国对外援助不仅能切实提高受援国“造血”能力，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最终实现
双赢。 因此，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应制定合理有效的援助水平，充分发挥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社
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帮助受援国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另一
方面，也要把握不同因素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投资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由本文研究结果可知，中国对
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发展目的援助、非中央企业投资、非洲低收
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因此，中国政府应将发展目的援助占援助总量的比重维持在合理范围，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对外援助的积极作用； 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和支持中国非中央企业乃至更多的民营企
业参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为非洲甚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继续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的要求，将援助资金向欠发
达国家倾斜，帮助这些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

（2）逐步建立起公开透明、科学高效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和制度安排。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仅发
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以及 2021 年《新时代的中
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缺少对外援助的国别统计和项目信息统计。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加强
对外援助的公开信息建设、提高对外援助透明度，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逐步建立项目数据库和统计指
标体系，为学术研究和政策评估提供案例和数据基础；同时要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开展形式多样
的援助合作和交流，以期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援助的偏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争取最大合力。

（3）在扩大对外援助的同时，做好对外援助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作用的宣传和推介
工作。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国内外出现了一些反对中国扩大对外援助的声音。根据本
文研究结果，对于中国而言，对非援助能够带动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援助并非纯粹的经济损失，
也能够促进中国和非洲的经贸往来、带来经济利益。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援助能够改善当地社
会经济发展条件，同时带来中国投资，有助于自身经济发展。这对于驳斥西方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
主义”言论具有重要意义。 据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对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
故事。

（4）充分发挥对外援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作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充分利用政策、
技术、资金等优势谋求自身的海外利益与国际发展。 ①中国企业特别是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民营企
业要紧跟国家包括援助在内的外交方针政策，把握国家政策信号，并结合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开拓
国际市场。企业应特别关注中国在各大重要国际场合宣布的合作举措与方案，了解中国与东道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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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适时做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②中国企业应把握对外援助这一重要契机，
及时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东道国商业信息和商业惯例，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成功概率和效益。 ③中国企
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要善用“本土化”经营策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声誉。

本文讨论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未来至少在以下两方面还可进一
步拓展。 一是研究视角。 本文主要从中国的角度验证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非发展合作的积极影响，
即中国对非援助通过提高受援国政府治理能力进而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了中非发展合作。
未来，还可以主要从受援国角度研究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的直接效应，例如，考察
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企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影响又能否体现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的提高。 二
是影响机制。 除政府治理能力外，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机制还包括：①获取信
息。 对非援助能帮助国内企业获取东道国社会、经济、法律、税赋、政府治理等有效信息，帮助企业做
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②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对非援助支持了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和建设，援建了大量
关系受援国民生福祉的基础工程，在为非洲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动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企业进入非
洲相关市场。 目前阶段，由于上述机制面临数据可得性等方面的限制，暂时难以进行量化分析，还有
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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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 to Africa and Outward FDI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UN Chu-ren1， HE Ru2， LIU Ya-ying2

（1.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GDUF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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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causes controversy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charity” and “neocolonialism”. This paper seeks to refute these claims by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China’s aid to Africa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direct investment. By adding
foreign aid to government budget with respect to improving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ntroducing governance to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fits the Chinese scenario. Based on the Recorded
List of Overseas Investment Enterprises provid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 by AidData and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between 2000 and 2014，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China’s aid to Africa could promote outward FDI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baseline regressions show that
China’s aid to Africa can promote outward FDI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governance capacity， such as
the quality of supervision and the level of rule of law.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s show that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significant regarding to aid with development intent， investments of non-central enterprises， low-
income and lower -middle -income economies in Africa. Aimed at enhancing recipient countries’ 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s aid to Africa helps to improve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recipient countries， which leads to promote Chinese enterprises’ outward FDI in Africa.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aid to Africa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 even clos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se results are also conduciv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effects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and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future foreign aid and
investment policies.

Key Words： aid to Africa；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overnance capacity；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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